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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耕地保护是“事关全国大局和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大问题”，但我国土地过度征用及

由此引发的农地过度非农化问题愈益严重，市场与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备受争议。本文以 1999

年土地征用从协议征地制到公告征地制为突破口，介绍了我国土地征用制度变迁，并从理论

上证明财政分权背景下土地市场政府垄断及双轨制加剧我国土地过度征用，地方政府追求土

地租金的强烈冲动是我国土地过度征用的主要原因。本文运用 1995-2005 年我国省级面板数

据检验了上述假说，主张打破政府垄断并允许农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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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able land protection is an important task in terms of China’s overal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nd its long-term future. However, excess land expropriation becomes accelerated, 
meanwhile the undefined role of the market vs the government on over-conversion of farmland 
causes lots of controversy. Using the fact that 1999 marked the year when land taking procedure 
was switched institutionally  from land requisition through negotiation to land requisition 
through public notification, and the provincial data from 1995 to 2005, we conduct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y on how the government monopoly and dual-track system of land market, as 
well as excessive dependence of local government on land revenue worsen the land expropriation, 
resulting in over-conversion of farmland. Based on the findings we suggest that the government 
monopoly in land market should be abolished and collective-owned land should be treated equally 
as the state-owned land in the land market so that peasants can benefit more from the land 
appre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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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垄断、双轨制与土地过度征用 

――基于协议征地到公告征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一、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农地非农化的规模不断扩大，耕地流失及粮食安

全问题日趋严重。1991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兴起一股开发热潮，工业园区建设占用

大量耕地。1997 年中央政府发布控制耕地流失的法令，要求重新审查 1991-1995 年期间的

转用农地申请，并冻结农地转用审批一年。11999 年，为进一步加强控制农地非农化数量，

我国修改颁行新《土地管理法》，不仅将土地征用权限上收至国务院及省级政府，而且取消

了改革之前用地单位与农民集体之间准市场化的协议征地制，改为由政府强制实施的公告征

地制，确立了农地非农化的政府垄断。但是，农地非农化规模非但未得到有效遏制，反而在

改革后达到一个新的高峰，2以致 2003 年中央政府再次出台一系列严控农地转用的政策，实

行省以下土地垂直管理体制。 
可见，尽管中央政府三申五令严格限制建设占用耕地，但我国土地过度非农化已是不争

的事实，（刘文甲，2006）土地过度征用及耕地流失问题相当突出（张晓松，2007）。由土地

过度征用所造成的耕地流失，一方面削弱了我国粮食自给能力，威胁粮食安全；另一方面，

土地低价征用引发农民强烈反抗，被征地农民陷入“失地—失业—贫困”的恶性循环，失地

农民规模不断扩大，构成巨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两方面因素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瓶颈，我国土地过度征用的根源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 
 

二、文献综述 
 

关于我国农地非农化动因的研究，以 1999 年新《土地管理法》颁行为界，大致可分为

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从工业化、城市化角度分析农地非农化的原因，第二阶段则主要从

市场与政府两个层面研究土地过度征用的根源。 
Li and Sun（1997）利用地理信息系统与计量模型研究了中国 1978-1995 年期间耕地转

为非农用地的主要驱动力，发现以乡镇企业分散化发展为特征的工业化及土地退化是耕地量

减少的主要原因，主张强化针对自然灾害的耕地保护系统及建立提高非农用地集约利用的经

济与行政措施。Heilig（1997）讨论了中国东部省份土地用途变更的人为影响因素，包括持

续的人口增加、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及城镇集聚的出现、快速的经济现代化及工业化、消费

者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变化等，并预言在市场化进程中，土地所

有者和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在土地利用中发挥关键性作用。 
1999 年《土地管理法》改革后，地方政府强烈的土地征用动机对土地过度非农化的作

用成为研究的焦点。钱忠好（2002）运用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分析了各行为主体保护耕地的

利益驱动，认为中央政府和农民具有强烈的耕地保护倾向，地方政府和非农企业耕地保护动

力不足。钱忠好（2003）认为，个人追求最大化的决策与社会最优决策结果不相一致导致市

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但农地保护政策可能的目标失误及执行的不完全性又往往导致政府农

地保护政策的失灵，即农地保护同时存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李边疆、王万茂（2006）从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1997 年 5 月 18 日。 
2 国家建设占用耕地的数量，1998 年达到 152.7 千公顷，2003 年则增加至 218.7 千公顷。见《中国国土资

源年鉴》（1999-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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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为理性经济人及耕地保护是一种全国性的公共物品出发，认为地方政府在个体理性

支配下的博弈行为是耕地保护政策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经济发达地区比落后地区的地方政

府有更强的耕地保护意愿。王海全、龚晓（2005）认为，正是“征用制＋批租制”的土地农

转非制度导致了土地非农化控制的低效率。张良悦（2007）及刘东、张良悦（2007）则提出

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垄断是土地过度征用和低效利用的制度性根源，主张取消政府对土地的垄

断购买权并赋予农民土地发展权。 
曲福田等（2004）系统分析了我国农地非农化的两个主要成因：一是普遍存在的土地

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农地利用的非市场价值未能反映在土地利用决策框

架之中而导致农地非农化配置效率降低，造成农地“代价性损失”；二是中国的土地资源配

置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主要表现为政府土地制度供给不足，严重扭曲土地价格和土地市场

运行机制，导致市场机制不能在土地配置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而导致农地配置效率损失，造

成农地“过度性损失”。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土地资源配置中同时存在上述两种失灵，但

政府失灵起着主导作用，并运用 G 市 1989-2001 年数据检验了土地利益分配及 20 世纪末土

地管理制度变化对农地转用的影响。谭荣、曲福田（2006）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测算了 1989-2003
年间中国农地非农化的代价性损失、过度性损失 I、过度性损失 II 比例分别为 33.4%、44.9%、

21.7%。 
张良悦等（2008）提出制度因素可能导致政府对农地非农化驱动行为的假说，通过对

中国 264 个地级以上城市 2000-2004 年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确实

存在着加速和膨胀的政府驱动行为，包括房地产开发、城市公共品提供和土地财政等方面，

高校园区扩张、开发区设置和土地出让收入对农地非农化具有显著作用。 
李伶俐、王定祥（2009）分析了农地非农化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其中，市场失

灵包括：农地所有者的自利行为选择及搭便车问题导致农地非农化不足从而阻碍城镇化与工

业化进程而导致的第Ⅰ类市场失灵；由于市场价格低估了土地的社会价值导致土地过度非农

化的第Ⅱ类市场失灵。政府垄断土地市场强制压低农地非农化价格导致土地过度征用产生政

府失灵。他们认为，与市场机制相比，政府主导的机制不仅没有改进农地非农化的配置效率，

而且它引致的效率损失反而大于市场机制引发的效率损失。 
周京奎、王跃龙（2010）基于 1999-2006 年我国 130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

非农人口增加、产业集聚的形成、政府自身利益的推动、房地产投资的上升时导致大中城市

农地非农化过程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农地非农化是一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但我国特定的土地

制度安排导致农地过度非农化，其根源究竟是由于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现有理论分析表

明，赋予政府土地市场垄断权所带来的危害可能比纯粹的市场机制作用更为严重。关于农地

过度非农化的根源，尚有两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一，政府垄断的土地制度是如何形成的？现有研究基本上将土地市场的政府垄断性

视为给定条件来分析其弊端，而对这一制度的形成关注甚少。实际上，现行的土地市场政府

垄断制是 1999 年新《土地管理法》实施后才正式确立的，我国土地征用从准市场化的协议

征地改为政府垄断的公告征地，原来由农民集体与用地单位之间相对平等的谈判交易转变为

政府低价征地然后高价出让土地的双轨制。 
第二，市场与政府在农地过度非农化中的作用尚未得到严格检验。曲福田等（2004）

基于 G 市时间序列分析截止至 2001 年，谭荣、曲福田（2006）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截止于

2003 年，1999 年开始的政府垄断的制度效应可能尚未完全显现。张良悦等（2008）的地级

市面板数据分析起端于 2000 年，周京奎、王跃龙（2010）的大中城市面板数据起点是 1999
年，仅仅考虑了公告征地制背景下的政府征地动因，无法比较公告征地制与协议征地制的农

地非农化效应。 



 3

我国土地征用从准市场化的协议征地制改为政府垄断的公告征地制，为检验市场失灵

与政府失灵在农地过度非农化中的具体作用提供了一个可贵的“自然实验”。本文将在介绍

这一制度变迁的基础上，分析我国现行土地市场政府垄断及双轨制特征，并运用 1995-2005
年省级面板数据检验 1999 年土地制度改革对农地非农化规模的影响，以识别农地转用过程

中市场与政府的具体作用。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三节介绍我国土地市场政府垄断及双轨制

的形成；第四节对政府垄断及双轨制对土地市场尤其是农地非农化规模及农民土地权益的影

响进行理论分析，提出假说；第五节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对上节理论命题进行实证检验；第六

节是结论性评述，提出我国农地转用制度改革的方向。 
 

三、我国土地市场双轨制 
 

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产品和生产要素实现了交易和定价的市场化，诸如

劳动、资本等要素逐渐实现“并轨”。3然而，我国土地要素由于分属不同的所有制，4其流

转形式却并没有迅速并轨。在国有土地的出让逐渐市场化的同时，农地转非农用途的场合行

政计划色彩反而更加浓厚。以下讨论农地转为非农用地“市场”双轨制特征。5 
（一） 从协议征地到公告征地：农地转为建设用地计划轨 

1．协议征地：准市场化谈判 

建国至 1999 年，我国土地征用采取协议征地制，土地征用的主体是用地单位而非地方

政府。土地征用各项补偿遵循“土地原产值倍数法”的原则，但用地单位与被征用土地者之

间仍存在讨价还价的博弈。1953 年《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初步确立了土地征用由用地

单位与被征地单位协商、政府审核批准的原则。61958 年进一步明确“征用土地的补偿费，

由当地人民委员会同用地单位和被征用土地者共同评定”，7并规定征用土地的各项补偿费由

用地单位直接支付给土地所有权人或地上附着物和农作物所有权人。 
1982 年《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晰了协议征地制的四个程序：

申请选址、协商征地数量和补偿安置方案、核定用地面积、划拨土地。“建设地址选定后，

由所在地的县、市土地管理机关组织用地单位、被征地单位以及有关单位，商定预计征用的

土地面积和补偿、安置方案，签订初步协议”；用地单位申报建设用地经有关部门审批核定

后，“在土地管理机关主持下，由用地单位与被征地单位签订协议”，土地管理机关“督促被

征地单位按时移交土地”。《条例》秉承了 1958 年《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中关于征用土

地各项补偿费由用地单位直接支付的原则。 
1988 年我国《土地管理法》及 1991 年《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基本上沿用了《条例》

对土地征用的规定，采取由用地单位与被征地单位协议征地的办法。例如，1991 年实行的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了国家建设用地的四个审批程序，规定“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对建设用地申请进行审核，划定用地范围，并组织建设单位与被征

地单位以及有关单位依法商定征用土地的补偿、安置方案，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值
得注意的是，1988 年《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建住宅，需要使

用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必须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其用地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

规定的标准，并参照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标准支付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这实质上赋予了

城镇居民与农民集体协商利用集体土地建房的合法权利。 

                                                        
3 2002、2003 年中国市场化指数分别达到 72.8%和 73.8%。（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2005） 
4 根据中国宪法及《土地管理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

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 
5 当然，土地征用的对象包括农用地与非农用地，本文分析的土地征用对象限定在属于集体所有的农用地。 
6 见 1953 年《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第八条规定。 
7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1958）第七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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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言之，在协议征地制度下，由用地单位和被征地单位协议土地征用补偿、安置办法

等事宜，土地征用的各项补偿费由用地单位直接支付给被征地单位，地方政府负责审批和收

取征地管理费，并不直接参与土地征用过程，具体流程见图 1。 
协议征地制下，土地征用的主体是用地单位，在转轨经济中主要是国有企业、机关事

业单位及少部分的非公有经济单位，用地单位往往以划拨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用地成本主

要为支付给被征地单位的土地补偿费及安置费、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征地制赋予被征地单

位与用地单位讨价还价的权利，农民可获得较为合理的征地补偿。然而，在中国快速城市化

与工业化的背景下，出现地过度征用的苗头，导致 1999 年《土地管理法》的出台。 

 
图 1协议征地流程图 

 
2．公告征地：政府买方垄断 

1999 年《土地管理法》对于土地征用制度做出一项重大修订：“国家征用土地的，依照

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8，土地征用从协议征地

变成公告征地。在公告征地制度下，地方政府由审核批准机关变成土地征用直接实施者。一

方面，建设单位提出建设用地申请，由地方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拟订农用地转用方

案、补充耕地方案、征用土地方案和供地方案。各方案经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实

施，向建设单位颁发建设用地批准书，实行有偿使用或者划拨使用方式。另一方面，政府按

照原用途补偿土地所有者，形成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储备。公告征地的流程如图 2 所示。 
值得指出的是，1999 年《土地管理法》删除了上述的 1988 年《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一

条，并首次提出了建设用地供给的排他性条款：“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

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92004 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维持了这一排他性条款，

这赋予政府土地市场的完全垄断权。除农村集体和个人自用建设用地外，其他单位和个人建

设需要土地必须向政府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原属于农民集

体所有的土地。由于可供使用的国家建设用地存量相当有限，国家征用又不受“公共利益”

范畴的限制，因而国家土地征用迅速扩展到所有领域，并成为农村之外建设用地供给的唯一

渠道。 
 

 
图 2公告征地流程图 

                                                        
8 见 1999 年《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 
9 例外条款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依法批准使用集体所有

土地的除外。见 1999 年《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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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的土地征用制度改革，本意在于抑制农地转用的准市场化交易，通过确立政府

对农地转用的管制和垄断来保护耕地，10但引发了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在协议征地制下，

建设单位在补偿方案谈判中并不具备完全的控制能力，被征地单位可凭借稀缺的土地要素获

得较为优厚的要价，这一谈判过程是一种准市场化的议价。建设单位需付出较高的代价才能

获得农地转用权，这种价格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土地征用需求。公告征地制切断了协

议征地制下用地单位与被征地单位之间的准市场化的议价机制，代之以政府单方面的定价机

制，11“按原用途补偿”的征地补偿原则使政府在运用行政权力获取农民土地产权时仅需支

付较低的补偿，形成了农地转用的计划轨。 

 
（二） 从行政划拨到有偿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市场轨 

1．行政划拨 

由于中国的大部分土地是国有的，所以长期以来，许多建设单位还可以行政划拨方式

无偿获取国有土地使用权，建设单位的用地成本仅限于支付给被征地单位的土地补偿费、安

置费及地上附着物补偿。例如，1953、1958 年《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均规定用地单位

用地申请经依法批准并支付各项征地补偿费后即可获得“核拨”的土地使用权。1982 年《条

例》关于征用土地程序规定：“征地申请经批准后，由所在地的县、市土地管理机关根据计

划建设进度一次或分期划拨土地，并督促被征地单位按时移交土地”。1988 年《土地管理法》

同样规定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建设单位用地申请依法获得批准后，“由土地管理部门划拨土

地”。12 
建设单位无偿获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制度安排有其深刻根源。首先，在传统计划经济

体制下，经济活动的主体是隶属于各级政府的国有企业和机关单位，其经费均来源于政府财

政拨款。既然用地单位与建设用地均属国家所有，要求用地单位支付土地使用费纯粹是一种

账面上的资金转移，并无实质的资金往来。13其次，建国不久我国即推行优先发展重化工业

的赶超发展战略，采取人为扭曲生产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政策。14其中，土地作为一种重

要的生产要素其价格被人为低估，国家通过行政划拨的方式为国有企业提供土地使用权，大

大降低了企业土地使用成本。 
2．有偿出让 

然而，随着我国经济主体多元化及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无偿划拨的用地方式与经济体

制改革的矛盾日益凸显，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成为改革的方向。在 1988 年《土地管理法》“国

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原则性规定下，1990 年 5 月国务院正式颁布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第四

条明确了土地使用权的“可交易性”，包括协议、招标、拍卖三种出让方式。但《暂行条例》

对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并非强制性条款，而赋予地方试点的自主权。151995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

                                                        
10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出现了乱占滥用耕地的情况，1988 年修改的《土地管理法》不能适应加强土

地管理尤其是保护耕地的需要。1999 年新《土地管理法》修订实现了从保障建设用地供应为主到保护耕地

为主，从分级限额审批到用途管制制度的转变。（曹献珍、黄洁，2010）可见，加强保护耕地是 1999 年《土

地管理法》修订的主旨。 
11 我国土地征用补偿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征用土地“按照被征收土

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 3 年平均年产值的 6 至 10 倍；每一个

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 3 年平均年产值的 4 至 6 倍；但是，土地补偿

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 3 年平均年产值的 30 倍。可见，农民失去土地只能获得最多

相当于 30 倍农业产值的补偿，无法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12 1988 年《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但当时尚未出台具体办法。 
13 改革开放后兴起的乡镇企业，其用地需求可直接通过使用农村集体土地得到满足。 
14 林毅夫等，2003 年。 
15 北京市 1992 年 6 月 1 日正式实施《暂行条例》，标志着我国城镇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正式实施并在全国范



 6

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除四项建设用地经依法批准可以以划拨方式

取得外，16“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有限期使用制度。”171999 年 1 月 1 日实施

的《土地管理法》进一步明确了除四项建设用地依法批准可以以划拨方式取得外，其它“建

设单位使用国有土地，应当以出让等有偿方式取得”18的强制性规定。 
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使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不断扩大，但在实践过程中存在无偿划拨供

地方式被滥用、协议出让土地定价过低等问题，导致土地腐败现象及国有土地资产流失。19

为防止国有土地资产流失和推进国有土地资产市场化，2001 年国务院出台规定，我国国有

土地使用不仅严格限制划拨供地的范围，而且根据基准地价和标定地价制定协议出让最低价

标准并限制协议用地范围，大力推行国有土地招标、拍卖出让方式。20国土资源部 2002 年

11 号令进一步规定，自 2002 年 7 月 1 日起，经营性用地一律实行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出

让。21我国国有土地全面实行市场公开交易竞价的有偿使用方式。国土资源部 2006 年 11 号

文进一步将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方式扩展至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或划拨

/出让土地使用权改变用途且按规定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情形，22国有土地以招挂拍方式出让范

围全面扩大，土地一级市场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 
    本文以有偿出让土地宗数/面积占当年国有土地供应宗数/面积的比例衡量土地一级市

场市场化程度。 23如图 3 所示，无论是以宗数还是以面积为标准，我国土地一级市场市场

化程度不断提高。尤其是自 1999 年土地制度改革以来，市场化程度提升的速度加快。1998
年以宗数、面积衡量土地一级市场市场化程度分别为 24.6%、13.5%，1999 年分别提高至

37.0%、21.2%。2002 年 7 月 1 日起经营性建设用地一律实行招挂拍制度，市场化程度迅速

从 2002 年的 70.0%、54.3%升至 81.1%、80.0%。其中，2008 年仅招挂拍出让面积占出让总

面积的比例即高达 81.9%。24随着土地一级市场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土地出让价格也随之

逐渐上涨，尤其是在 2002 年经营性建设用地一律实行招挂拍制度以来，土地出让价格涨势

迅猛，从 2002 年的 194.5 万元/公顷涨到 2007 年的 520 万元/公顷。 
 
    

                                                                                                                                                               
围推广。实际上，深圳特区自成立以来即开始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探索。1981 年 11 月，深圳特区首先

开始对部分土地使用征收费用。1987 年 7 月 1 日，深圳市政府又提出以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为指导思

想的改革方案确定可以将土地使用权作为商品转让、租赁、买卖，并于同年先后以协议出让、招标出让和

拍卖出让方式出让三块国有土地使用权，这是新中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在第一次作为资产进入市场，首开国

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的先河。见人民网“深圳之窗”《首开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先河》一文的报道

（http://sz.people.com.cn/GB/channel81/570/572/200808/26/34782.html）。 
16 四项建设用地包括国家机关用地和军事用地，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和公益事业用地，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

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用地，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用地。 
17 见 199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条、第二十三条。 
18 见 1998 年《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四条。 
19 见 2001 年 5 月 30 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前言部分。 
20 见 2001 年 5 月 30 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第三点。 
21 2002 年《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第四条规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各类经

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前款规定以外用途的土地的供地计划公布后，同一宗地

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也应当采用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 
22 见国土资发〔2006〕114 号文《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 
23 这里的国有土地供应数仅包括划拨与有偿出让数，不包括其他供应方式（转让、出租、抵押等）。曲福

田等（2004，第 241 页）分别赋予划拨、协议、招标、拍卖四种出让方式权重 0.02、0.20、1、1，利用下

面的公式进行综合测评得到 G 市土地市场化程度的量化值：m=(h∗0.02+x∗0.2+z∗1+p∗1)/(h+x+z+p)。其中，

m，h，z，p 分别表示土地市场化程度、划拨宗地数、协议宗地数、招标宗地数和拍卖宗地数。基于数据的

可获得性问题，本文将协议、招标、拍卖、挂牌等四种方式统一视为市场交易赋予相同的比重。 
24 国土资源部，2008 年国土资源公报，2009 年 3 月，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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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93-2007 年我国土地一级市场市场化程度 

数据来源：各年度《国土资源年鉴》和《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3．土地财政 

根据相关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由市、县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负责办理，土地

出让金列入财政预算收归地方国库作专项基金管理。25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预算

收入能力被弱化而承担的事权反而有所增加，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促使地方政府有强烈动机

获取非税收入。（周飞舟，2006）随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越来越多的运用招挂拍等市场竞

价方式，土地出让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土地出让价格飙升。因此，土地出让金无疑成为地

方政府一项重要的收入。26  
如图 4 所示，我国土地出让金收入自实施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以来逐年增加，1993

年为 73 亿元，由于 1997 年冻结国家建设占用耕地一年，1998 年土地出让金收入突增至 1496
亿元。受土地市场宏观调控影响，1999-2001 年土地出让金收入增速有所下降；2002 年规定

经营性用地一律实行招挂拍方式出让，土地出让金迅猛增长，从 2002 年的 2454 亿元增至

2004 年的 6458 亿元，2005 年略降至 5941 亿元。其次，除了受 1997 年、2003 年两次宏观

调控影响而略有下降外，土地出让金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1993 年为

15.07%，调控后该比重从 1994 年的 28.1%持续下降，2002 年经营性用地一律实行招挂拍以

来则迅速提高，2002 年为 28.38%，2003 年高达 55.91%；2007、2009 年房地产市场高涨时

期土地出让金收入比重再次攀升。这表明，在最高峰时期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近

六成，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财政”。 
 

                                                        
25 见 199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五十条，1995 年财政部、国

家土地管理局《关于加强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征收管理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土地出让金应全部上缴财政，

由财政列入预算，专款专用，专项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 
26 梁若冰（2009）的研究表明，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及部门利益导致土地违法行为严重，尽管 2003 年的

土地宏观调控对土地违法有所抑制，但 2002 年土地出让实行招挂拍制度的改革则强烈的刺激了地方政府的

土地违法行为。本文的研究支持这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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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993-2009 年我国土地出让金收入及其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 
数据来源：土地出让金收入来源于各年度《国土资源年鉴》，地方财政收入来源于 2009 年《中国统计

年鉴》。 

 
综上所述，以 1999 年新《土地管理法》为界，我国土地征用从准市场化的协议征地制

改革为政府买方垄断的低价公告征地制，农地转用实行计划轨；另一方面，国有土地使用权

也逐步从单纯的行政划拨转为以有偿出让为主，从 1990 年的试点推广到 1999 年的硬性规定

再到 2002 年强化招挂拍市场竞价方式，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市场化。简言之，我国土

地市场具有政府垄断及双轨制的特征，其形成及制度演进见图 5 的描述。 
   

 
图 5 我国土地市场双轨制形成及演进 

 
四、政府垄断、双轨制与土地过度征用：理论分析 

 
如上所述，我国土地市场具有政府垄断及双轨制特征。本节将从理论上分析政府垄断

与双轨制对我国土地过度征用的作用。 
（一） 农地转用政府买方垄断 

为保证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及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与其它国家一样，我国

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将土地划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与未利用土地，其核心是依据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对土地用途转变实行严格控制，尤其是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控制。我国农用地实

行农民集体所有制，对农民集体而言，农用地的价值是其所生产的农产品的价值及潜在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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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非农化收益，这一价值构成了农地非农化的边际私人成本（MPC）。然而，从全社会的

角度看，农用地还具有生态和景观功能、粮食安全保障与世代公平等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
27特别是，农地非农化将导致耕地减少，威胁国家粮食安全目标。因此，如图 6 所示，农地

非农化具有负外部性，其边际社会成本（MSC）远高于边际私人成本。 
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动机不一致。28中央政府具有农地保护倾向，地方

政府出于发展经济及增加财政收入原因存在将农地过度非农化的强烈动机，农民及其集体组

织的动机具有双重性：如果只能获得很低的征地补偿，农民及其集体组织将极力抵制土地国

家征用，而倾向于绕开国家征用直接非农化（如南海农村实行土地股份制）。29因此，地方

政府不同的角色安排会导致三种不同的农地非农化结果。30 
1．法治政府 

在法治社会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目标一致，政府行为不仅严格受到法律规则的

限制，而且政府能够依据法律规定对个人或企业的行为实施有效的治理。换言之，在法治社

会中，各利益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均得到有效遏制。在农地非农化领域，政府作为监管者而

非直接参与人，严格执行国家土地用途管制政策；土地所有者虽然有强烈动机将农地转用以

获取级差地租，但农民违法则面临严厉惩罚而得不偿失，因此也不得不遵守国家土地用途管

制政策，只能依法实施农地转用。因此，如图 6 所示，在法治型政府下，农地非农化的负外

部性被内在化，农地非农化的数量由边际社会成本曲线 MSC 与建设用地需求曲线 AD 的交

点决定，均衡价格为 P1，数量为 Q1，这是社会合意的农地非农化数量。 
2．无为政府 

本文定义的无为政府，其重要特征是“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无

为政府并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其行为不会受利益驱动而扭曲；但无为政府却无法提供一项

最基本的公共品——法律及法律监督。因此，如图 6 所示，在无为政府下，个人或企业的违

法行为不会受到有效惩罚，土地所有者在转用农地时只考虑农地的边际私人成本而忽略了农

地非农化带来的社会成本，农地非农化的数量由边际私人成本 MPC 与用地需求曲线 AD 的

交点决定，均衡价格为 P2，数量为 Q2，超过了社会合意的非农化数量，本文沿用曲福田等

（2004）的定义将 Q2－Q1 称为农地非农化过度性损失Ⅰ，社会福利损失 E1E2F。我国协议

征地制下的土地过度征用实质上即为农地非农化过度性损失Ⅰ，其根源不在于市场失灵，而

在于政府无为——监管不力。31 
3．垄断政府 

公告征地制下地方政府是新增建设用地唯一合法的买方垄断者，其土地征用规模是权

衡需求与边际成本的结果。垄断政府在“土地财政”的激励下有无限增加新增建设用地的需

求，但受成本因素（包括耕地占补平衡支出、土地征用补偿及潜在的违法成本）的约束。首

先，既然保护耕地是中央政府的目标，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往往忽略农地转用的社会

成本；在“按原用途补偿”原则下，地方政府将农地非农化收益视为其合法收益，以致土地

征用的边际政府成本低于边际社会成本和边际私人成本。其次，土地征用规模越大，耕地占

                                                        
27 曲福田等，2004，第 232 页。 
28 具体见钱忠好（2002）、曲福田等（2004）的论述。 
29 实际上，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农民个体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动机往往是不一致的，集体经济组织非但

未能成为农民个体利益的代言人及保护者，反而沦为地方政府强制低价征地的基层代理人。为简化分析，

本文忽略了农民个体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利益差异，假定两者行为目标是一致的，这一简化并不妨碍本

文研究的目的。 
30 曲福田等（2004），李伶俐、王定祥（2009）描述了类似的模型，本文的分析尤其是图形与前述两者类

似但论述的角度有所不同。 
31 正如曲福田等（2004，第 232 页）指出的那样，农地过度性损失Ⅰ有一定的内生性。换言之，经济人天

生具有追求私利的动机，并由此可能导致其行为结果偏离社会最优。但因此而指责甚至否定经济人的逐利

性无助于解决问题，有意义的是研究如何规范经济人的逐利行为，如通过道德、法律规范约束经济人行为，

这凸显了法治政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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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平衡难度越高，农民抵抗征地越激烈，地方政府触犯法律的风险越高，32边际政府成本随

土地征用规模而递增。如图 6 所示，在公告征地制下，垄断政府土地征用的边际成本为 MGC，
与需求曲线相交于点 E3，农地非农化价格降低至 P3，土地征用规模为 Q3；然而，在 P3 低价

格补偿下，农民集体愿意被征用的数量仅为 Q0，大大低于政府征用量，从而引起农民的强

烈抵制和反抗。与法治政府和无为政府相比，垄断政府下的农地非农化价格下降、规模扩大，

造成土地过度征用。同样，本文沿用曲福田等（2004）的定义将 Q3－Q2 称为农地非农化过

度性损失Ⅱ，社会福利损失为 E1E3G。相对于无为政府，垄断政府所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增

加了 E2E3GF。 
（二） 土地一级市场政府卖方垄断 

农地转用的政府买方垄断实现了新增建设用地的“低买”，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市场的

政府卖方垄断则实现了新增建设用地的“高卖”。如图 7 所示，地方政府作为建设用地市场

的卖方垄断者，根据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的原则确定建设用地供应量为 Qm，
33此时市

场需求曲线对应的价格为 Pm，均衡点为 Em。如果打破建设用地供给的政府垄断，允许农民

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34则建设用地市场均衡完全由市场供给与需求决定。如图 7 所示，

竞争性的土地市场均衡由 MC（供给）与 AR（需求）曲线的交点确定，价格为 Pc，供给量

为 Qc，均衡点为 Ec。 
比较两种均衡状态，相对于竞争性市场而言，政府卖方垄断将导致建设用地供给“价

高量少”的局面，35产生社会福利损失。如果新增建设用地供给是竞争性的，供给主体包括

国有土地及农民集体建设用地，消费者剩余为 BEcPc，生产者（包括政府和农民集体）剩余

为 PcEcL；在卖方垄断下，消费者剩余为 BEmPm，生产者（政府）剩余为 PmEmCL。因此，

相对于竞争性市场而言，政府卖方垄断导致社会福利损失 EmEcC。 
上述分析的一个现实观察是，由于政府垄断了建设用地供给，城市土地极为稀缺，土

地招挂拍往往是众多开发商竞逐同一地块导致“地王”频生，这是城市高房价的一种重要推

动因素。高地价及高房价成为地方政府获取巨额土地租金和税费收入的重要渠道，“土地财

政”的高依赖刺激地方政府进一步通过强制低价征地形成新增建设用地储备，恶化了我国农

地过度非农化。如果允许农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享受同等权利，

将增加建设用地供给，土地价格下降，从而降低房产价格，消费者福利增加。36 
 

                                                        
32 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三十五公顷的、其他土地超过七十

公顷的，须由国务院批准。尽管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化整为零多次审批的方法规避这一规定，但在土地市场

整顿中这种做法仍可能冒违法的风险。例如，广州大学城总体征地规模为 1402.64 公顷，广东省国土资源

厅分 39 个地块审批征用规避了上述规定，国务院督察组勒令广东省政府为此做检查。（刘愿，2008，第 44-45
页） 
33 尽管图 6 显示土地征用补偿是某一特定的价格水平，但考虑到非经济因素，如征地规模越大，法律限制

越严格，农民抵抗越激烈，政治影响也越大。对地方政府而言，包括非经济因素在内的新增建设用地供给

的边际成本是随着规模而递增的。 
34 本文定义农民集体建设用地包括农村存量建设用地及农地非农化之后的新增建设用地。 
35 表面上，图 7 的新增建设用地供给不足与图 6 的农地过度非农化相矛盾，但实际上是符合现实中在“空

转”土地开发模式大量土地 “征而不用”之逻辑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11）地方政

府有扩大新增建设用地储备的强烈动机，但往往选择房地产市场繁荣时期将土地推出市场，以增加土地租

金收益。 
36 例如，据调查，2007 年北京小产权房大约占到北京在售楼盘总量两成左右，其房价多在每平米 2500 元

至 4000 元之间，仅为四环内商品房价格的 25%至 30%。（张敏，2007 年）小产权房价格远低于商品房价格，

除了因未缴纳土地出让金及各项税费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小产权房的不合法性。如果小产权合法化，那

么，土地和商品房供应将大大增加，可以预期土地和商品房价格会大幅度下降。 



 11

 
 
（三）提出假说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三个假说。 
假说一：1999 年《土地管理法》将我国土地征用从协议征地制改为公告征地制，赋予

地方政府强制低价征地的买方垄断权；相对于准市场化的协议征地制，具有垄断性质的公告

征地制进一步恶化了我国农地过度非农化问题。 
假说二：土地市场双轨制强化了我国地方政府过度征用土地的动机，土地一级市场市

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农地非农化收益越高，土地过度征用的激励越强。 
假说三：在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越高，通过低价征地高

价卖地获取土地租金的动机越强，土地过度征用越严重。 
 

五、政府垄断、双轨制与土地过度征用：实证研究 
 

（一）国家建设占用耕地概况 

本文以国家建设占用耕地数来考察我国农地非农化的情况。如图 8 所示，从 1987～2005
年我国国家建设占用耕地出现三个高峰期，经历了 1993 年、1997 年、2003 年三次紧缩性宏

观调控。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激发全国经济建设热潮，各地出现“开发区热”，国家建设占用

耕地在 1993 年达到高潮。为此，国务院于 1993 年 4 月 28 日发文要求“严格审批和认真清

理各类开发区”37，并将各类开发区设立的审批权限上收至中央及省级，检察清理各类越权

审批的开发区。这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土地市场的第一次宏观调控，这一调控措施使

1994~1996 年国家建设占用耕地数量有所下降，但国家建设占用耕地年均数仍高达 11.78 万

公顷。 
针对耕地流失日趋严重的态势，中央政府于 1997 年 5 月 18 日再次发文要求“加强土

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38，冻结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一年，并清理整顿各类未经依法审批的开

发区建设、房地产开发项目及乡镇集体和个人建设占用耕地。在第二次宏观调控政策出台后，

                                                        
37 《国务院关于严格审批和认真清理各类开发区的通知》（国发〈1993〉33 号）。 
38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中发〔1997〕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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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设占用耕地在 1998 年达到 15.38 万公顷的高峰，391999 年下降到 11.44 万公顷的谷底。

从政策强度看，1997 年的宏观调控远比 1993 年严厉，但与 1993 年宏观调控对国家建设占

用耕地有所抑制不同，1997 年宏观调控政策后，国家建设占用耕地从 2000 年开始即迅猛增

长，2003 年即达到了 22.74 万公顷的历史最高值。 
在国家建设占用耕地加剧膨胀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于 2003 年连续发文要求加强土地市

场管理，40在治理整顿期间，暂停审批各类开发区及农用地转非农建设用地。为维护中央宏

观调控的统一性、权威性和有效性，此次宏观调控提出“严肃查处土地违法行为”，实行政

府官员问责制。41然而，从 2003 年 7 月 18 日国务院发出通知治理整顿土地市场始，2003 年

国家建设占用耕地数还是达到了历史最高值，2004、2005 年国家建设占用耕地数虽然有所

下降，但依然达到 16.4 万公顷的水平，高于 1993、1998 年的峰值。2003 年的土地市场宏观

调控政策最为严厉，但非农建设占用耕地规模有增无减。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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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00 01 02 03 04 05

第一次调控(1993)
第二次调控(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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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1987～2005 年全国国家建设占用耕地情况（千公顷） 

数据来源：见附录。 

 
（二）农地转用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农地转用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包括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42。本文主要考虑经济

                                                        
39 1998 年国家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在 1997 年调控之后反而迎来一个高峰，原因可能是 1997 年冻结非农建设

占用耕地之后，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申请集中在 1998 年所致。 
40 从国务院及各部委针对土地市场治理整顿问题发文数量看，2003 年的土地宏观调控是历史上调控力度最

大的一次。主要的政府文件有《国发明电[2003]7 号》、《国办发明电[2003]30 号》、《国办发[2003]70 号》、《建

规[2003]178 号》、《发改外资[2003]2343 号》、《建规[2003]178 号》、《国土资电发[2004]5 号》、《国办发明电

[2004]20 号》、《国土资函[2004]154 号》、《国土资函[2003]480 号》。 
41 例如，占地近万亩的江苏“铁本项目”落马导致江苏省委组织部长被双轨，上百名政府官员落马。（白

红义、李鑫，2004）。     
42 非经济因素主要是指气候环境的变化使农地不再适用于农业生产，例如沙漠化、长年干旱、洪涝灾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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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包括城市化水平、工业化水平、经济增长水平、城市人口密度、土地市场宏观调控及

制度变迁等因素。 
1．城市化水平。传统观点认为，城市化水平提高意味着耕地总量减少、耕地质量下降

（林富德、翟振武，1996；赵金芸、李培仁，1997）。折中的观点认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与耕地占用之间存在“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即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土地集约利用程度提高，

耕地减少幅度应呈现一种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态势（张华，2000；李丹、刘友兆，

2003）。蔡继明、周炳林（2005）反对上述两种观点，认为由于城市人均占用土地面积比农

村人均占用土地面积较少，在人口总量一定的条件下，人口城市化不仅不会多占用耕地，反

而在一定程度上节约耕地。朱莉芬、黄季焜（2007）对我国东部 14 省城镇化对耕地的影响

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相对于农村住宅建设用地而言，城镇化对耕地减少起到一些缓解作用。

不管是传统观点、折中观点还是城市化节约耕地论，城市化水平与耕地减少有密切关系。 
2．经济发展。张莉等（2011）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考察地方官员的土地引资行为，

发现在为增长而竞争的经济体里，高价出让土地并不是地方政府追逐的唯一目标，土地引资

也是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的有益视角。因此，本文分别以工业化、非农化及经济增长三个

维度衡量地方政府出于发展地方经济的动机而增加土地征用形成新增建设用地。 
3．城市人口密度。主流观点往往把人口增加视为农地转用的主要原因之一。43但从城

市空间来看，如果城市存量空间有足够的容纳能力，那么城市人口增加并不必然构成增加农

地转用的压力。因此，本文以城市人口密度来考察农地转用的人口压力：人口密度越高，城

市扩容的压力越大，那么建设用地需求量越大，耕地减少越严重。 
4．土地市场宏观调控。如上所述，在本文研究期间内，土地市场出现过三次较大的宏

观调控：1993 年检察清理各类开发区审批，1997 年冻结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一年，2003 年

治理整顿土地市场。从理论上说，这三次全国范围的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会对国家建设占用耕

地产生抑制作用，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实际效果则有待检验。 
5．制度变迁。如上所述，本文提出三个假说：征地制度改革、土地市场双轨制及地方

政府土地财政依赖程度提高将扩大我国土地征用规模。 
（三） 数据与模型设定 

本文利用 1995～2005 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上述三个假说进行实证检验，44模型主要目的

是考察制度变迁对农地非农化规模的影响。根据上节农地转用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本文基本

模型如（1）式所示。其中 i 代表省份、直辖市或者自治区， t 代表年份，ε 为随机扰动项。

其中 Lit 代表农地非农化规模，分别以国家建设占用耕地、城市土地征用面积及建成区面积

三个变量衡量。Pit 代表征地制度改革，考虑制度改革的滞后效应，本文分别以 1999、2000、
2001 年为临界值，协议征地制取值为 0，公告征地取值为 1。Mit 代表土地一级市场市场化

程度（以下简称“土地市场双轨制”），本文分别以宗数和面积衡量的有偿出让占国有土地使

用权变更的比重衡量。LDit 代表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程度，土地出让金占地区财政收入或

生产总值的比重固然反映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但这两个指标与制度改革及土

地市场双轨制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而且可能与因变量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为此，本文引入

地区财政预算收入支出比指标衡量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在财政分权背景下，地

方财政预算入不敷支，增加预算外收入成为弥补财政收支缺口主要渠道，土地出让金则是地

方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地区财政预算收入支出比越低，该地区预算财政收支缺口

越大，通过增加土地出让规模获取预算外收入的动机越强，土地征用规模越大。45 

                                                                                                                                                               
因素可能使原来的耕地永久性的转为非农用地。 
43 例如，王玉琼（2004）将利益驱动、人口增加、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并列视为耕地非农化的主要推动力。 
44 重庆市于 1997 年设立直辖市，因此重庆数据区间从 1997 到 2005 年。 
45 诚然，土地征用主要由县级或市辖区组织实施，土地出让收入也主要归县级或市辖区政府支配，最理想

的指标应该是将省辖内全部县级及市辖区政府财政收入比汇总取平均值作为该省财政预算收入支出比，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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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t 为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增长 Git、城市化水平 Uit、工业化 Iit、非农化 NAit、城市人口

密度 PDit、土地市场宏观调控 Cit 等变量。 iμ 为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固定效应，如地区司法

体系效率、地方官员偏好、农民维护自身权益意识和能力、土地要素禀赋等因素。为考察城

市化对建设占用耕地是否存在倒 U 效应，模型引入城市化水平的二次项。另外，模型还考

虑城市化、城市人口密度及土地市场宏观调控等变量可能存在的滞后效应。表 1 总结了各变

量的基本含义（具体计算方法及数据来源见附录），表 2 描述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各地区农地非农化规模受诸如地区人口规模、土地资源禀赋等因素影响，其水平值不

具有可比性，本文取国家建设占用耕地、城市土地征用面积和建成区面积的对数值作为模型

的因变量，参数估计值具有增长率的含义，地区之间具有可比性。除了城市人口密度变量因

数值较大取对数外，其他自变量均为百分数或 0-1 虚拟变量，本文取其水平值作为解释变量，

因此本文主要为半对数模型。 
 

    ( )1 2 3                     1ln it it it itit j it iL LD XMPα δ μβ β β ε+ + + + += +  

 
表 1 模型变量及其含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内容 预期符号 
农地非农化规模： 

被解释变量 Lit 
国家建设占用耕地 L1it 
城市土地征用面积 L2it 
城市建成区面积 L3i 

 

 征地制度改革：协议征地→公告征地 

P1999 P1999=0，如果 Year＜1999，否则 P1999=1 
P2000 P2000=0，如果 Year＜2000，否则 P2000=1 
P2001 P2001=0，如果 Year＜2001，否则 P2001=1 

+ 

 土地一级市场市场化程度： 
1itM  

有偿出让占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比重（宗数） 
2itM  

有偿出让占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比重（面积） 
+ 

 土地财政依赖程度： 
1itLD  土地出让金收入与地方生产总值之比 
2itLD  土地出让金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之比 

解
释
变
量 

3itLD  地区财政预算收入支出比 

+ 

Git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 
Uit 城镇人口比重 + 
Iit 工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 

NAit 非农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 
PDit 城市人口密度 + 

控
制
变
量 

Cit 
土地市场宏观调控： 
土地违法当年立案涉及耕地/当年减少耕地 

﹣ 

                                                                                                                                                               
全国各县级和市辖区政府财政收入支出收入难以获得。周飞舟（2006,，第 105 页）提出的“省级财政自然

会将财权上收的压力向下级财政转移，从而造成财权层层上收的效应”，省级政府财政收支缺口与县级或市

辖区政府财政收入缺口密切相关，本文以前者作为后者的代理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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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性 

变 量 测量单位 观察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1it

 
千公顷 339 4.88 4.98 0.03 32.40 

L2it
 

平方公里 299 39.78 107.49 0 1386.79 
L3it

 
平方公里 339 789.46 561.92 32 3619.02 

PDit 万人/公顷 339 403.35 373.06 8 2132.77 
1itM  % 308 67.68 24.23 0 100 
2itM  % 307 59.82 24.02 0 100 

NAit % 339 81.67 8.43 58.07 99.1 
Iit % 339 44.00 8.04 17.58 63.93 

1itLD  % 308 1.52 2.03 0 14.74 
2itLD  % 308 21.60 26.12 0 170.47 
3itLD  % 339 53.56 17.71 5.30 87.82 

Uit % 339 30.68 16.46 10.93 80.97 
Git % 339 10.66 2.36 4.3 23.8 
Cit % 274 2.76 6.37 0.007 76.39 

注：本表数据期间从 1995-2005 年，土地征用面积数据从 1996-2005。 

数据来源：见附录。 

 
（四）结果分析 

1．基本结果 

如果不考虑征地制度改革、土地市场双轨制及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等因素（下文统称

为制度变迁因素），单独考察其他因素对土地征用规模的影响，模型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

非农产业的发展显著的扩大了地区土地征用规模，城市化水平、工业化程度、城市人口密度、

土地市场宏观调控等因素对土地征用规模无显著影响。如果将制度变迁因素替代城市化与经

济发展等因素进行回归分析，上述制度变迁三参数估计值均显著为正。 
如果同时考虑制度变迁与城市化、经济发展等因素，回归结果发现，制度变迁三个因素

仍然对国家建设占用耕地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其它因素对国家建设占用耕地的作用在统

计上不再显著，这可能是两组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导致经济增长、非农产业发展两变量显著

性水平下降所致。这表明，相对于经济增长和非农产业发展而言，制度变迁因素对土地征用

规模的作用是比较稳健的。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发展经济仅仅是地方政府扩大土地征用规模

获取土地租金的动机之一；在财政分权背景下，土地租金成为地方政府非生产性支出的主要

来源。 
从模型拟合系数来看，考虑制度变迁因素的模型拟合系数更高，本文以拟合系数最高的

方程（5）分析模型回归的基本结果。 
首先，公告征地制是土地过度征用的主要成因。本文分别以 1999、2000、2001 年三个

年份为临界值衡量土地征用制度变迁，发现以 1999、2001 年为临界值时变量 Pit 在统计上是

不显著的，46以 2000 年为临界值时变量 Pit 显著为正，表明征地制度改革对国家征用土地的

影响并没有在 1999 年当年就显现出来，而是滞后到了 2000 年；以 2001 年为界不显著的原

因则是 0 值变量中包含了过多本应为 1 值的因素。滞后原因有三：第一，任何一项制度变迁

发生作用，需要制度执行者花费时间了解、消化制度的变化；第二，土地征用并非朝夕即能

                                                        
46 限于篇幅，表 3 未列出以 1999、2001 年为临界值时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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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工作，勘选地址、清点附着物、赔偿谈判、征用审批等环节往往需要耗费漫长的时间。

第三，模型采用国家建设占用耕地数，土地征用完毕到建设开工有时滞。因此，征地制度改

革滞后一年才对国家征用土地规模发挥影响是一个合理的结果。征地制度改革使国家建设占

用耕地数量增加了 21.4%。 
其次，土地市场双轨制恶化耕地流失。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市场市场化程度变量在统计

上显著为正，表明政府推进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市场市场化，不但未能遏制土地过度征用，

反而加剧我国耕地流失。土地市场的双轨制扩大了土地价格剪刀差，政府能够获得更多的土

地租金收益，激励地方政府扩大土地征用规模。土地一级市场市场化程度提高 10 个百分点，

国家建设占用耕地数则增加 4%。征地制度改革前后土地一级市场市场化程度年均值从

55.94%提高至 75.38%，47国家建设占用耕地因此增加了 7.77%。 
再次，土地财政依赖加剧土地过度征用。本文模型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程

度越高，国家建设占用耕地增长越快。梁若冰（2009）证明在财政分权下地方官员晋升激励

及部门利益导致土地违法案件频发，本文的结论与此一致：地方政府出于增加预算外收入的

动机倾向于通过征用土地获取租金收益，其中不乏违法征地的操作。土地财政依赖程度

（LD1）提高 1 个百分点，国家建设占用耕地增加 6.3%。征地制度改革前后土地财政依赖程

度（LD1）年均值从 0.64%提高至 2.08%，国家建设占用耕地因此增加了 9.07%。 
最后，土地市场宏观调控失效。土地市场宏观调控力度变量参数估计值虽然为负，但估

计值小而且在统计上不显著。本文尝试引入滞后一期的宏观调控变量，以考察宏观调控政策

是否存在滞后效应，结果显示变量参数估计值仍为负且在统计上不显著。48这表明即使考虑

滞后效应，土地市场宏观调控政策并未有效抑制土地征用规模，地方政府强烈的土地扩张冲

动冲破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限制。 
 

表 3模型基本回归结果 

RE FE RE RE FE 
自变量 

(1) (2) (3) (4) (5) 

2000P    0.161** 0.173*** 0.214** 
M1it   0.004** 0.005* 0.004** 
LD1it   0.065* 0.066* 0.063* 
Uit-1

 -0.019 0.032  -0.023 0.019 
1

2
itU −

 0.000 -0.000  0.000 -0.000 
Git 0.032* 0.040*  0.009 0.021 
NAit 0.034*   0.008  
Iit

  0.004   -0.021 
1ln itPD −  0.123 0.077 0.115 0.128 0.068 

Cit
 

-0.006 -0.006 -0.005 -0.004 -0.004 

常数项 4.741* 6.051* 6.890* 6.629* 7.635* 
观测数 332 332 274 274 274 
地区数 31 31 31 31 31 
Hausman P Value 0.445 0.003 0.133 0.425 0.013 

                                                        
47 以 2000 年为界，如无特别说明下同。 
48 以 P2001 作为征地制度变量的模型引入土地市场宏观调控政策滞后一期变量（Cit-1），征地制度改革（P2001）、

土地二级市场市场化程度（Mit）、土地财政依赖程度（LDit）三变量参数估计值仍然符合理论预期，但 Mit

和变 LDit 量参数估计值显著性下降， 而且 Cit-1变量为负但仍然不显著。这表明土地市场宏观调控变量并不

存在滞后效应。因此，本文在实证模型中并未引入 Ci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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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0.05 0.05 0.14 0.13 0.15 
注：括号内数字为参数估计值的标准差。*，**，***分别指统计显著性水平在1%，5%和15%。 

 
2．稳健性分析 

首先，面板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序列相关及截面相关可能影响模型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根据方程（5）对此进行检验并重写为方程（6）。为了对比异方差等问题对参数估计值

标准误的影响，表 4 列示了各参数估计值的标准误。修正的 Wald 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存在异

方差问题，Wooldridge 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未发现序列相关问题，Pesaran 检验未发现模型存

在截面相关问题。本文参照梁若冰（2009）的处理方法，分别根据 Huber（1967）和 White
（1980）、Rogers（1993）、Driscoll and Kraay（1998）三种方法对标准差进行调整，分别得

到方程（7）-（9）的稳健性标准误。模型结果表明，调整之后的标准误并未影响本文结论

的稳健性，制度变迁三因素对国家建设占用耕地规模的作用仍然显著为正。 
值得指出的是，方程（7）-（8）中征地制度改革变量 P2000 显著性水平降低。49本文尝

试在模型中分别引入 P2000 和 LD 变量，发现两变量的显著性水都有所提高，50表明两变量之

间存在相关性。如上所述，征地制度改革赋予地方政府双头垄断的地位，是地方政府形成土

地财政依赖的必要条件，实证分析的结果支持这一结论。 
 

表4 模型稳健性检验（异方差、截面相关及时序相关） 

OLS Huber-White Rogers Driscoll-Kraay 
自变量 

(6) (7) (8) (9) 

2000P  0.214** 

(0.126) 
0.214*** 

(0.140) 
0.214*** 

(0.143) 
0.214** 

(0.126) 

1itM  
0.004** 

(0.0023) 
0.004*** 

(0.0026) 
0.004*** 

(0.0025) 
0.004** 

(0.0023) 
1itLD  0.063* 

(0.026) 
0.063* 

(0.021) 
0.063* 

(0.024) 
0.063* 

(0.026) 

1itU −  
0.019 

(0.051) 
0.019 

(0.051) 
0.019 

(0.046) 
0.019 

(0.051) 

2
1itU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itG  
0.021 

(0.021) 
0.021 

(0.023) 
0.021 

(0.022) 
0.021 

(0.021) 

itI  
-0.022 
(0.015) 

-0.022 
(0.023) 

-0.022 
(0.024) 

-0.022 
(0.015) 

1ln itPD −  0.068 
(0.114) 

0.068 
(0.094) 

0.068 
(0.070) 

0.068 
(0.114) 

Cit
 -0.004 

(0.006) 
-0.004 
(0.008) 

-0.004 
(0.009) 

-0.004 
(0.006) 

常数项 7.635* 

(1.218) 
7.635* 

(1.261) 
7.635* 

(1.051) 
7.635* 

(1.218) 
观测数 274 274 274 274 

                                                        
49 显著性水平从 9.2%下降至 12.8%。 
50 P2000显著性水平从 9.2%提高到 6.7%，LD 变量显著性水平从 1.7%提高到 0.2%。受篇幅所限，本文未列

出具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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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数 31 31 31 31 
Wald Sta.(P>chi2 ) 0.00    
Wooldridge 检验（P>F） 0.479    
Pesaran’s CD 检验(P) 0.149    
R2 0.15 0.15 0.15 0.15 
注：*，**，***分别指统计显著性水平在1%，5%和15%。括号内数字为参数估计值标准误，为识别标准误的

变化，个别变量的标准误取值小数点后四位数。 

 
其次，因部分地区个别年份的国家建设占用耕地数据缺失，本文以审批建设用地替代（具

体见附录）。为检验这一替代是否影响模型结果，本文分别以各地区城市征用土地面积及建

成区面积替代国家建设占用耕地作为模型的因变量，51并尝试以不同的指标衡量土地一级市

场市场化程度、土地财政依赖程度变量。既然表 3 结果显示只有经济增长与非农化水平在统

计上是显著的，本文分别以这两个指标作为经济发展的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见模型（10）-
（15）。 

模型（10）、（12）中以面积衡量的土地一级市场市场化程度变量 2 itM 统计显著性水平分

别为 16.8%、15.3%。我们怀疑这是土地一级市场市场化程度与土地财政依赖度之间相关所

致，因此将土地财政依赖度变量去掉得到模型（11）、（13）。 2 itM 变量显著性水平分别提高

至 5%、1%，参数估计值都有所增加。52这一结果的合理性在于，地方政府获取高额土地租

金是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越来越多采用招挂拍方式为前提条件的，土地一级市场市场化程

度与土地财政依赖程度在 2000 年尤其是 2002 年之后大幅度提高（见图 3、图 4）。 
模型（14）-（15）以建成区面积为因变量，征地制度改革、土地一级市场市场化程度、

土地财政依赖程度三个核心变量的结果与其它方程结果一致，表明本文结论是稳健的。值得

指出的是，模型（14）-（15）以地区财政收入支出比衡量地区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该变量

仍然显著为正，表明地方政府由于财政短缺的压力而倾向于扩大建成区范围，地区土地财政

依赖程度变量的作用是稳健的。另外，经济增长、非农产业的发展将加速建成区面积的扩张。

土地宏观调控政策不但未能抑制反而加速了城市扩张，尽管参数估计值较小。这反映了我国

城市“越调控越扩张”的现实。 
 

表 5 模型稳健性检验（替代变量） 
土地征收面积（1996-2005 年） 建成区面积（1995-2005 年）    因变量

自变量 (10) FE (11) FE (12)FE (13)FE (14) FE (15) RE 

2000P  0.624* 0.721* 0.711* 0.581* 0.246* 0.174* 
1itM      0.002* 0.002* 
2itM  0.006 0.008** 0.006 0.012*   

2itLD  0.007**  0.009*    
3itLD      0.004** 0.003*** 

itG  0.047 0.072**   0.011*  

                                                        
51 本文之所以没有用城市土地征用面积直接作为主要因变量，原因是“土地征用面积”是《中国统计年鉴》

在统计“各地区城市建设情况”下给出的数据，并不包括县/镇级土地征用数据。以建成区面积替代国家建

设占用耕地来衡量土地征用规模的合理性在于，当农用地被征用转为非农建设用地后，土地所有权从集体

所有转为国家所有，大部分被征用土地将被划入城市用地范围，导致城市/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大。 
52 同时，经济增长变量的参数估计值和统计显著性水平都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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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it   -0.017 0.029  0.013* 
1ln itPD −  -0.216 -0.219 -0.215 0.064 -0.036 -0.048** 

itC  0.006 0.004 0.008 0.000 0.004* 0.004* 
常数项 2.430*** 2.156*** 4.164*** -1.253 6.001* 5.179* 
观测数 233 233 233 233 300 300 
地区数 31 31 31 31 31 31 
Hausman (P) 0.000 0.103 0.000 0.106 0.000 0.448 
R2 0.206 0.185 0.200 0.164 0.509 0.509 
注：为节省篇幅，表格未列示参数估计值标准差。*，**，***分别指统计显著性水平在1%，5%和10%。 

 
3．因素分解 

根据模型（5）的结果，本文分析了各因素对国家建设占用耕地的具体作用。如表 6 所

示，1995-1999 年国家建设占用耕地年均值为 120984 公顷，2000-2005 年年均值为 174974
公顷，增加 53989 公顷。首先，土地征用制度从协议征地到公告征地的改革使国家建设占用

耕地增加了 21.4%，达 25891 公顷；其次，土地一级市场市场化程度提高使国家建设占用耕

地增加 7.77%，达 9407 公顷；最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使国家建设占用耕地增加 9.07%，

达 10976 公顷。概言之，政府垄断、双轨制与土地财政依赖三因素对国家建设占用耕地增量

的贡献率分别达到 47.96%、17.42%、20.33%，解释了总增量的 85.71%，说明地方政府追求

土地租金的强烈动机是我国土地过度征用的主要原因。 
 

表 6 国家建设占用耕地增减变化影响因素分解 

参数 
估计值 

改革前后 
年均变化 

增长率影响 
（%） 

实际影响数

（公顷） 
贡献率 
（%） 影响因素 

A B C=(A*B)*100 D F=(D/E)*100
征地制度改革 0.214 1 21.40  25891  47.96  
土地市场双轨制 0.004 19.44 7.77  9407  17.42  
土地财政依赖 0.063 1.44 9.07  10976  20.33  
小计   45938  85.71  
残差项  8051  14.29  
国家建设占用耕

地总增量 E 
174974-120984= 53989 100 

注：A列数据来源于模型（5）的回归结果，B 列数据根据实际变化计算，各变量改革前后年均变化=改革后

年平均值 2000～2005－改革前年平均值 1995～1999，D 为国家建设占用耕地的实际影响数量，D=(C*国家建设占用耕

地年均值 1995-1999)*100，E=国家建设占用耕地年均值 2000～2005－国家建设占用耕地年均值 1995～1999。 

     
六、结论性评论 

     
本文分析表明，1999年土地征用制度改革打破了之前用地单位与农民集体之间准市场化

的农地转用谈判机制，代之以政府垄断的土地征用制度，形成了土地市场双轨制。尽管双轨

制被视为中国经济转型中实现帕累托改进和增进效率的制度选择（Lau, Qian, and Roland, 
2000），但土地要素的双轨制与政府垄断，却是我国土地征用数量日益膨胀、由此引发的社

会矛盾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 
1999年修订实施的《土地管理法》本意在于保护耕地，但恰恰是以法律形式赋予政府土

地征用垄断权的做法，赋予了地方政府以国家名义征用土地的自由裁量权从而恶化耕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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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而不管是基于公共利益还是商业目的。这与发达国家将土地征用严格限制于公共利益范

围、其它目的事业用地通过政府管制下的市场交易来满足的做法相悖。53解决问题的根本办

法不在于所谓的加强土地资源管理，54而应该从土地根本制度改革角度寻找出路。打破政府

对农地转用的垄断，改变政府对集体土地用途的管制，发展集体用地的流转和交易，是现阶

段既能保护耕地资源和农民土地权益，又能满足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需求的两全之策（张曙

光，2007）。 
本文研究表明，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行需要以法治政府为制度保障，政府职能缺位（无为

政府）将降低市场机制的运行效率，但因此而盲目崇拜政府并试图在经济中确立政府的排他

性垄断权将导致政府职能错位，市场机制本有助益的因素也将被破坏殆尽。 

                                                        
53 例如，日本也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因此保护耕地是其基本国策。日本《土地征收法》以列举的方式

规定了可运用土地征用的 35 大项事业，其余基于工商业目的的事业需用地则可通过经政府审核同意的市场

交易的方式来满足，有效的保护了有限的耕地资源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避免国家公权的滥用。 
54 1998 年 4 月，国家土地管理局、地质矿产部、国家海洋局、国家测绘局共同组建国土资源部；2003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明确提出，国土资源要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这被认为是土地管

理体制的第二、第三次变革。（叶红玲，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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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模型变量及数据来源说明 
 

1．L 分别代表国家建设占用耕地、城市土地征用面积、城市建成区面积。国家建设占用耕

地 1992～1996 年各省市自治区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年鉴》（1993～1997）。1998～2005 年

数据来源于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其中，天津、内蒙、广西、云南、陕西、宁夏六省市自

治区 1998～2005 年数据，江西、贵州、新疆 2002～2005 年数据，北京 1998、1999、2003～
2005 年数据均为审批建设占用耕地数，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年鉴》1999～2006 年。

上述省市 1997 年数据缺失，本文以 1996、1998 年数据平均值代替。单位为千公顷。城市土

地征用面积、城市建成区面积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单位为平方公里。 
2．U 代表城市化水平，计算公式为：U=（1-（乡村人口数/总人口数））*100。1992～1999
年数据来源于《新中国 50 年农业统计资料 2000》，2000～2004 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

计年鉴》（2001～2005 年），2005 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年鉴》2006 年。单位为%。乡村

人口数按户籍计算。 
3．I、NA 分别代表工业化水平及非农化水平，计算公式为：I= 第二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

值，NA=第二、三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1992～2004 年来源于《新中国 55 年统计资料汇

编》，2005 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摘要》2007 年。单位为%。 
4．G 代表经济增长率，计算公式分别为：G=地区生产总值指数-100。1992～2004 年来源于

《新中国 55 年统计资料汇编》，2005 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摘要》2007 年。指数按可比

价格计算，单位为%。 
5．PD 代表城市人口密度，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3～2006 年，西藏城市人

口密度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3～2006 年。单位为万人/公顷。 
6．M1、M2 代表土地一级市场市场化程度，计算公式分别为：M1=1-(行政划拨土地宗数/国
有土地使用权转移宗数），M2=1-(行政划拨土地面积/国有土地使用权转移面积）。1993～1996
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土地年鉴》，1999～2005 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年鉴》2000～2006
年，其中 1992、1997、1998 年数据缺失。单位为%。 
7．C 代表土地市场宏观调控力度，计算公式为：C=土地违法当年立案涉及耕地/当年减少

耕地。1993～1996 年土地违法当年立案涉及耕地数来源于《中国土地年鉴》1994～1997 年，

1999～2005 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年鉴》2000～2006 年。1993～1996 年当年减少耕

地或建设占用耕地数来源于《中国农业年鉴》2994～1997，1999～2005 年数据来源于《中

国国土资源年鉴》。其中，天津市 1993、1994、1996 年及海南省 1993 年立案涉及耕地数缺

失以土地面积代替。西藏 1993～1995、2005 年立案涉及耕地数缺失，各省市自治区 1992、
1997、1998 年数据均缺失。单位为%。 
8．LD1、LD2、LD3 代表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计算公式为：LD1=土地出让金收入/地区生产

总值，LD2=土地出让金收入/地区财政收入，LD3=地区财政收入/地区财政支出。单位均为%。

土地出让金收入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土地年鉴》及《中国国土资源年鉴》，地区财政收入、

地区财政支出、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